
中国科学院厅局文件

党委字〔2026〕6号


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

政绩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分院分党组、院属各单位党委、院机关各党组织：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部署要求，在学习教育中加强示范带动、典型引领，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学习教育总要求，梳理形成了我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现将案例印发给你们，请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党组织认真组织传达学习。
全院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紧密联系科技创新工作实际，深刻学习感悟正面典型案例展现出来的“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精神品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和科技价值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科技创新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加快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保证。
附件：中国科学院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面
典型案例
中国科学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学习教育工作专班
（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代章）

2026年5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中国科学院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学习教育正面典型案例

一、李振声：扎根西北三十一年，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
【李振声：1931年出生，山东淄博人，中共党员，遗传学家、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6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24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把国家需要当作最高坐标
1956年，国家发出支援西北建设的号召。当时李振声已在北京工作五年，条件相对稳定。面对去留，他没有犹豫，主动请缨赴陕西杨陵，一扎根就是三十一年。那里实验设施简陋，与科研中心距离遥远，有人去了想方设法调回，李振声却选择留下。他出身农村，少年时经历饥荒，深知粮食对于国家和百姓的分量，去那里对他而言不是牺牲，而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种把个人前途主动融入国家需要的选择，是正确政绩观和科技价值观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起点。
二十年攻关，育成小偃6号
到陕西不久，李振声发现条锈病是当时危害小麦最严重的病害，病菌变异快，育种往往赶不上变化。他大胆提出小麦与牧草远缘杂交育种的设想：把牧草中的抗病基因转移到小麦中，从根本上提高抗病能力。这一方向在当时并不被普遍看好，理论上难，实践中更难。但他认准一条逻辑：只要对国家粮食安全有用，再难也值得去做。此后整整二十年，他带领团队在田间地头一代一代地做杂交、筛选、回交，在无数次失败后反复调整方案。1981年，小偃6号终于通过审定推广，截至2003年累计种植面积超过三亿亩，增产小麦约一百五十亿斤，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
当所长担当尽责，以长远眼光培育队伍
1965年起，李振声陆续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1983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和陕西省科学院院长。职务一级级升上来，他的脚步却始终扎在试验田里。在他看来，所长不是头衔，而是把团队带到攻关一线、把研究方向钉在国家需要上的责任担当。任职期间，他坚持布局小麦远缘杂交和染色体工程研究，给青年人留空间、压担子、搭平台，反复强调“依靠集体、依靠团队”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1986年，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他作为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推动中国小麦遗传育种研究走上国际舞台。一个把所长岗位当作“扎根责任”而非“晋升台阶”的领导干部，最大的政绩不在头衔多了多少，而在方向稳不稳、队伍强不强、事业后劲足不足。
组织黄淮海战役，把成果落到老百姓饭碗里
1987年，李振声调回北京，随即投入黄淮海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工作。他组织全国多个研究单位数百名科技人员，深入河北、山东、河南的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改造盐碱地、推广新品种、解决灌溉和排涝问题。他自己带头住在条件简陋的地方，白天下地调查，晚上开会研究问题，始终坚持问题在哪里科研人员就要到哪里去。经过持续攻关，黄淮海地区粮食增产超过五百亿斤，为我国粮食总产跨上新台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是农民的儿子”。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对农业作点贡献，是他一生的愿望，也是科技工作者为民造福最生动的体现。
获最高奖后仍想着还有哪些事没做完
2006年，75岁的李振声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但他始终强调，我国粮食安全问题远未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仍有大量工作等待年轻人继续深耕。此后多年，他持续参与粮食安全政策咨询，就耕地保护、育种体系建设等问题提出建议。一个已获最高荣誉的科学家，想的不是如何停下来，而是国家还有哪些短板、下一代还要把哪些事接着做。荣誉从来不是终点，国家需要才是始终不变的刻度。
【正确政绩观启示】政绩观是否端正，不只体现在重大选择时说了什么，更体现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李振声扎根西北三十一年，认准方向二十年不回头，把团队带到攻关一线，把成果落到田间地头，获最高奖后仍念着“还有哪些事没做完”。他的精神品质启示我们：组织需要面前不讲条件，是党性的第一道关口；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人民群众的饭碗里，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最生动的注脚。
二、蒋新松：活着干，死了算，用生命兑现科技报国承诺
【蒋新松（1931-1997）：江苏江阴人，中共党员，自动控制和机器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1997年3月，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同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五部委联合作出《关于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向蒋新松同志学习的决定》。】
以国家战略需求确定方向，不追短期热点
1979年，蒋新松赴日参加国际人工智能研讨会，因提出购买机器人而遭到日本企业技术部长的傲慢拒绝：十五年内我们不准备与中国进行任何有关机器人方面的合作，即使卖给你们，你们也不会用！这次羞辱，成为他此后一生奋斗的重要动力。回国就任所长后，他没有跟随国际热点，而是深入分析国情，判断中国拥有广阔海疆，海洋资源开发迫在眉睫，果断将水下机器人选定为主攻方向。他始终以国家海洋战略和国防安全的长远需求作为研究所的指南针，从不以短期能否发表论文来取舍方向。方向是干出来的，不是讨论出来的——这是他最鲜明的科研之路。
顶天立地，既站国际前沿又解国家急需
作为所长，蒋新松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倡导并践行顶天立地的科研理念。顶天，是不甘落后的志气：1985年，他领导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首次海试潜深达到一百九十九米；1995年，我国第一台6000米海底作业机器人CR-01在太平洋深海试验成功，使我国水下机器人研究跻身世界最高水平。立地，是脚踏实地的担当：他带领团队成功开发系列水下机器人产品，直接用于国家海上石油开发，建成国内唯一能提供水下机器人系列化产品的生产基地，开创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化的里程碑。
打基础、育队伍，甘当铺路石
蒋新松牵头创建国家机器人技术研究开发工程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机器人学开放实验室，为我国机器人学研究及技术工程化建立了永久性基地。他亲手组建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机器人研究团队，发论文时坚持把青年人署名提到前面。担任所长期间，他以压力感、危机感、责任感的“三感文化”凝聚全所，营造务实奋进的科研氛围，深信科研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成果必须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发展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和人才队伍之上。这支队伍在2000年以他的名字命名，创立了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创造了二十多项中国第一。
活着干，死了算，用生命兑现承诺
蒋新松有一句名言：活着干，死了算，科学没有八小时制。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他用生命践行的誓言。1996年8月8日，蒋新松在《祖国和科学，我心目中的依恋和追求》中写到“我从不怨天尤人，为祖国和科学持之以恒，孜孜以求地探索”。1997年3月，他已在病中，却仍连续数日伏案工作：修改863计划汇报材料、参加重要学术会议、撰写理论文章。3月30日，他因急性心肌梗死，永远倒在工作岗位上。同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五部委联合号召全国科技工作者向蒋新松同志学习。他的学生在追忆他时深情说道：“我们是中国科学院之子，融入我们血脉的基因是祖国。老师的《祖国和科学，我心目中的依恋和追求》字字滚烫——科学应是我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不是晋升的台阶”。
【正确政绩观启示】把担任的职务和所在的岗位视为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使命责任而非个人晋升的台阶，对蒋新松来说，一切决策最终都回到一个出发点——国家战略是否真正需要、事业发展是否真正需要。他不追热点、不求虚名、不图享受，以研究所科技创新事业的延续而非在任期间的名声检验政绩，“活着干、死了算”是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最有力量的诠释。
三、南仁东：二十二年铸“天眼”，把国家需要写进浩瀚星空
【南仁东（1945-2017）：吉林辽源人，著名天文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中国天眼”）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2017年9月因病逝世。被追授“时代楷模”称号、“改革先锋”称号，并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心怀国之大者，以国家需要校准人生选择
1963年，南仁东以吉林省高考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68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吉林通化无线电厂，从冲压、钣金、电镀等一线工种学起，在工厂实践中积累了深厚的工程直觉。此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深造，长期从事射电天文研究，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和薪酬。但当中国有机会谋划建造自己的下一代大射电望远镜时，他没有犹豫，把个人发展重新放回国家需要之中。对南仁东来说，人生关键处的选择，不是先问“我能得到什么”，而是先问“国家需要什么”——这是一切正确政绩观最朴素、最根本的起点。
履职尽责，以科学视野谋划国家大事
20世纪90年代，南仁东担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1993年京都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多国科学家提出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的设想，他听后说出那句日后流传甚广的话：“咱们也建一个大望远镜吧”。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对国家科技位置的清醒判断：别人准备向下一代装置迈进，中国不能永远站在旁边观看。
1994年，他牵头形成《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全文一万七千余字，由12位天文学家联名、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任顾问。此后十余年，他带领团队从遥感发现的三千多个洼地中层层筛选，三百多个候选点入库，一百多个重点对象实地踏勘，几乎踏遍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最终把“中国天眼”的台址落在贵州平塘大窝凼。那时项目长期处于预研和争取阶段，没有正式工程名分，稳定经费也很有限，他四处奔走、反复说明、不断争取，被同行戏称为“丐帮帮主”。从“咱们也建一个大望远镜吧”到2007年FAST正式获批立项，他奋斗了整整14年。一位科学家副台长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没有甘于跟随模仿，而是站在天文学发展前沿视角，为国家谋长远、为学科开新局。
攻坚克难，以一线实干铸就国之重器
2007年FAST立项后，南仁东担任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他长期在大窝凼施工现场：看图纸、查节点、爬钢架、盯试验，既能上钢架拧螺丝，也能用扁铲削平钢材。他常自比“战术型的老工人”，不只在宏观层面作判断，而是把问题落实到每一根钢索、每一个节点、每一次试验。
FAST工程最难处在于没有现成样板可照搬。2010年前后，索网疲劳试验连续受挫，钢索强度、疲劳寿命和工程可靠性都必须重新突破。南仁东反复强调“没有退路，必须再做”，组织团队经历近百次失败，最终攻克关键钢索难题，把大国重器的“筋骨”做了出来。2014年，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年近七旬的他坚持第一个上，亲自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用简易装置把人送到6米高的试验节点盘，以便发现真实施工条件中的问题。正是因为南仁东始终冲在工程第一线，身先士卒、攻坚克难，才使“中国天眼”由构想变成现实，终成国之重器。
生命不息，以赤诚奉献托举“中国天眼”
2015年，南仁东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手术损伤声带后，他已难以像过去那样洪亮讲话，但仍多次返回贵州现场，指导安装调试和工程收尾。2016年9月25日，FAST工程落成，“中国天眼”正式睁眼。那时的南仁东声音嘶哑、身形消瘦，注意力却仍放在每一个工程细节上。
2017年9月15日，他因肺癌恶化逝世，享年72岁。遵其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他用22年时间，把一个看似遥远的科学设想变成举世瞩目的国之重器，自己却没有等到FAST取得更多重大科学成果的那一天。对他来说，名利、身体乃至生命，都可以让位于国家科研事业。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是写在汇报材料里的漂亮数字，而是写在国家能力和长远未来中的硬核贡献。
【正确政绩观启示】政绩观正不正，不在岗位高低，而在能否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南仁东从副台长岗位上谋划建设“中国天眼”，从首席科学家岗位上扎根现场，为国谋大事、为科学解难题。南仁东的事迹告诉我们：作为科研院所的领导干部，要把岗位变成谋长远、打基础、解难题的平台；面对选择，把个人得失放低，把国家需要举高；面对困难，把责任扛起，把问题解到底；面对评价，把一时显绩让给长远实绩。
四、徐洪杰：两度转身，一生铸就两大国之重器
【徐洪杰（1955-2025）：江苏南京人，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同步辐射物理学家、钍基熔盐堆先进核能系统的开拓者，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持的上海光源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奖，钍基熔盐实验堆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2025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淡泊名利，以国家需求为科研坐标
徐洪杰的科研生涯，有两次关键的“归零”转向，每一次都指向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
第一次转向，是投身“上海光源”。1995年，已在国内原子物理领域崭露头角的徐洪杰，接到上海应用物理所时任所长杨福家院士托付的重任：暂停个人研究，全力筹备建设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一个当时国内毫无经验、国际顶尖的“超级显微镜”。这意味着他必须离开耕耘多年的学术舒适区，在一个全新领域从零开始。面对个人学术生涯的断崖式转向与充满未知的国家工程，他的回答是：“国家需求就是科技工作者的天职。”他毫不犹豫地接下重担，从原子物理专家变成同步辐射领域的学生，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期间，他甘愿放弃个人学术晋升的“筹码”，无论是长达数年的预研与等待期还是工程建设期，他始终心无旁骛，建成了上海光源这座大国重器。
第二次转向，是进军“钍基熔盐堆”。2009年，上海光源建成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54岁的徐洪杰本可在功成名就后止步。然而，他却再次“归零”，转向核能领域的“无人区”——钍基熔盐堆。这是一种能利用我国丰富钍资源、具有更高安全性的未来核能方案，但技术路径近乎空白，国际研究已中断数十年。面对劝阻，他坚定地说：“核能若被卡脖子，才是致命的。”他定下规矩，自己不发论文、不争奖项，将全部精力投入工程。他再次从学生做起，啃读尘封的技术报告，将目光投向关乎国家能源独立百年大计的新战场。面对国内外优厚待遇的邀请和更易出成果的学术“捷径”，他从未动摇，坚持走科研成果产业化之路。
这两次抉择，让他离传统评价体系中的“学术高产”越来越远，却让他的科研生涯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铸就国之重器
建设上海光源，是一场“舍命一搏”的攻坚战。项目从启动到正式立项，历经十年波折。2001年，徐洪杰同时肩负起所长和光源工程总经理的重担，压力如山。他曾对班子成员立下破釜沉舟的誓言，提出“干的最高境界就是舍命一搏”。腿疾恶化需穿刺抽积水，他处理完就返回岗位；关键部件遭国外“卡脖子”，他拍板“我们自己干”，带领团队日夜连轴转啃下硬骨头。最终，团队仅用52个月就建成上海光源，创造了世界纪录，实现了“人有我优”的跨越。
研发钍基熔盐堆，是一条“从零到一”的拓荒路。没有现成团队，他提出“就近转行、边干边学”，凝聚起一支跨学科队伍；没有成熟技术，就搭建实验平台，从吃透底层原理开始二次创新。他坚持走面向工业应用的“最难的路”，不发论文、不申奖项，带领团队在戈壁滩隐姓埋名、埋头苦干。选址甘肃武威后，他频繁往返于上海与戈壁，团队成员常年在艰苦条件下坚守。2023年，实验堆成功“临界”；2024年，实现满功率运行并完成全球首次钍燃料入堆运行。然而，就在取得一系列里程碑突破、巩固中国引领地位之际，2025年9月，连续超负荷工作的徐洪杰累倒在工作岗位上，未能亲眼见证后续更多捷报。
精神传承，以人格力量凝聚前行队伍
徐洪杰淡泊名利，唯重贡献。在上海光源建设期，他鼓励团队“淡泊名利、持之以恒”，自己作为所长和工程总经理率先垂范。在钍基熔盐堆团队，他建立了一套不以论文为导向，而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准绳的独特考核体系。他常说：“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头衔和荣誉，而在于为科学进步和国家发展作出了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他将个人成就深藏于集体贡献和国家进步之中，心无旁骛，直到逝世后，许多人才从外界报道中更全面地了解他低调而伟大的贡献。
徐洪杰凝聚人心，甘为人梯。他善于将国家战略转化为团队可感可触的使命，用“讲故事”的方式点燃大家的激情。他大胆用人，不拘一格，看能力不看“帽子”，敢于给年轻人压重担，并给予充分的信任和容错空间。他常说：“等你们都能挑大梁了，我就可以歇一歇了。”他奖掖后学，办公室的大门永远向年轻人敞开，无论技术难题还是生活困惑，他都耐心倾听、悉心指导。生命最后时刻，他仍在为学生备课、为团队规划未来二十年的技术路线，心思全在铺路引航，将全部心血直至最后一息都倾注于未竟的事业。
【正确政绩观启示】徐洪杰两次“归零”，是科研院所领导干部如何正确把握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的生动教材。为了国家需要、事业需要，放下已有成绩从头做起，是党性体现；自立规矩不发论文、不争奖项、不挂头衔，是破除唯论文、唯奖项、唯帽子的真抓实干；生命最后时刻仍为团队规划技术路线，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无私奉献。上海光源支撑前沿探索，钍基熔盐堆孕育能源未来，徐洪杰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国之大者”，也立起了科研院所领导干部应当对标的正确政绩观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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